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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北京大学每年都会给全校本科生们开设数百门通选课，无论是人文社科还是自然科学，乃至书画、音乐、艺术领域都有涉及，可以说是“面面俱到”。其中，有些课程的火爆程度严重超出了想象——“世界电影史”这门课定员200人，选课的人数超过了400人，下午1点上课，要是在12点半之后才走到教室，那就必须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寻觅宝贵的座位了，此情此景中，坐在地上的、窗台上的、暖气片上的同学大为常见。你如果认为，这样的座无虚席大多出自电影本身拥有的强大群众基础，那就“TOO YOUNG TOO森破”了，同样的情景照样出现在“地震概论”课堂上。是的，你没有看错，就是“地震概论”，这样一门似乎朴实无华、枯燥乏味的课程，照样拥有大批拥趸。从最初开设一个班，到后来的两个班，甚至到了三个班同时授课，“地震概论”课的规模不断扩大。

是不是跟我一样，很想说“哇哦”？

这就是知识的力量，是各位授课老师魅力的感召。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感受这些课程的魅力，我们精选了一批备受北大学子追捧的课程，然后再将其中的精华萃取出来汇集于此，最终形成了您看到的“最受欢迎的北京大学通选课”系列电子图书。这个系列中所有的内容均出自课程授课教师之手。为了保证大家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领略到课程精髓，我们只是选择了课程内容的一部分，并没有进行整体的呈现。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奉上的“一小斑”，当然，更衷心期待您能因此进一步窥到“全豹”。（本系列所有课程教材均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知识沉淀下来，终将成为智慧。

在这条路上，希望我们的小书能跟您一起走得更远更远。

 

正文

 

唐代妇女袒装，历来被视为唐代社会开放、妇女所受礼教束缚少的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讲，此说也有道理，但从更深层次看，就值得商榷了。按儒家理论，身体是不能裸露于衣服之外的，衣服应“短毋见肤，长毋被土”（出自《礼记·深衣》），女子则更应“出门必拥蔽其面”（《礼记·内则》）。在一段时期内，唐代妇女，特别是中上层妇女虽然出门未必拥蔽其面，但也并非开放到随意穿着袒装出行。儒家经典并不禁女子出行，但出行时必须严男女之防。唐代女教也秉持着儒家的这套理论，《女论语·立身章》就要求：“内外各处，男女异群。莫窥外壁，莫出处庭。”《女孝经·广要道章》也提出：“（女子）出门必掩蔽其面。”这表明，唐人理想虽也不禁女子出行，但出行时，女子身体是不能为外人所见的，而穿着袒装出行的妇女身体，又是必然被男人看到的。本讲将通过对史料、特别是“边缘材料”的梳理，从内外有别和等级差异的角度，对唐代妇女袒装做一分析。

一、边缘史料中的唐代妇女袒装

 

在有关唐代妇女袒装的史料中，唐诗最为人所熟知，除此而外，唐代墓室壁画和绘画，也有对妇女袒装的形象呈现。下面就先对这两类边缘史料中的唐代妇女袒装进行缕析。

（一） 唐诗中的妇女袒装

在谈论唐代妇女袒装时，学者们习惯以唐诗作为说明，但在援用诗作时，又仅引其一两句，如此，就很难厘清唐诗所透露的讯息。在唐诗中，常引用的描写妇女袒装的作品有如下13首：

1.谢偃（贞观十七年[643]卒）《乐府新歌应教》：“青楼绮阁已含春，凝妆艳粉复如神。细细轻裙全漏影，离离薄扇讵障尘。”

2.白居易（会昌六年[846]卒）《杨柳枝二十韵》：“小妓携桃叶，新声蹋柳枝。妆成剪烛后，醉起拂衫时。绣履娇行缓，花筵笑上迟。身轻委回雪，罗薄透凝脂。笙引簧频煖，筝催柱数移。”

3.施肩吾（元和十年[815]登进士第）《观美人》：“漆点双眸鬓绕蝉，长留白雪占胸前。爱将红袖遮娇笑，往往偷开水上莲。”

4.李群玉（与裴休同时，裴休咸通初[约860左右]卒）《同郑相并歌姬小饮戏赠》：“裙拖六幅湘江水，鬓耸巫山一段云。风格只应天上有，歌声岂合世间闻。胸前瑞雪灯斜照，眼底桃花酒半醺。不是相如怜赋客，争教容易见文君。”

5.温庭筠（咸通年间[860—874]卒）《女冠子》第一首：“含娇含笑，宿翠残红窈窕。鬓如蝉，寒玉簪秋水，轻纱卷碧烟。雪胸鸾镜里，琪树凤楼前，寄语青娥伴，早求仙。”

6.方干（活动于咸通[860—874]中）《赠美人》第一首：“直缘多艺用心劳，心路玲珑格调高。舞袖低回真蛱蝶，朱唇深浅假樱桃。粉胸半掩疑晴雪，醉眼斜回小样刀。才会雨云须别去，语惭不及琵琶槽。”

7.方干《赠美人》第三首：“酒蕴天然自性灵，人间有艺总关情。剥葱十指转筹疾，舞柳细腰随拍轻。常恐胸前春雪释，惟愁座上庆云生。若教梅尉无仙骨，争得仙娥驻玉京。”

8.韩偓（天佑年间[904—907]卒）《余作探使以缭绫手帛子寄贺因而有诗》：“解寄缭绫小字封，探花筵上映春丛。黛眉印在微微绿，檀口消来薄薄红。缏处直应心共紧，砑时兼恐汗先融。帝台春尽还东去，却系裙腰伴雪胸。”

9.韩偓《席上有赠》：“鬓垂香径云遮藕，粉著兰胸雪压梅。莫道风流无宋玉，好将心力事妆台。”

10.欧阳炯（唐昭宗乾宁三年[896]生，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卒）《春光好》第三首：“胸铺雪，脸分莲，理繁弦，纤指飞翻金凤语，转婵娟。”

11.欧阳炯《浣溪沙》第三首：“相见休言有泪珠，酒阑重得叙欢娱，凤屏鸳枕宿金铺。兰麝细香闻喘息，绮罗纤缕见肌肤，此时还恨薄情无。”

12.欧阳炯《南乡子》：“二八花钿,胸前如雪脸如莲，耳坠金鐶穿瑟瑟，霞衣窄，笑倚江头招远客。”

13.周濆（生卒年月不详）《逢邻女》：“日高邻女笑相逢,慢束罗裙半露胸。莫向秋池照绿水, 参差羞杀白芙蓉。”    


以上13首有关唐代妇女袒装的诗歌，至少为我们提供了四方面讯息：（以上十三首诗分别见《全唐诗》卷三八、卷四五五、卷四九四、卷五六九、卷八九一、卷六五一、卷六八二、卷六八三、卷八九六、卷七七一。）

1.唐代妇女袒装的款式和种类：唐代妇女袒装包括两类：一是透装，谢偃诗、白居易诗、欧阳炯《浣溪沙》谈及的是此类袒装；二是袒胸装。这条讯息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唐人观念中的袒装内容。

2.作者的生活年代：除谢偃为初唐人、周濆生卒年代不详外，其他作者均为宪宗元和（806—820）以后人。这条讯息说明了两类袒装流行的时间。

3.穿着者的身份：上引13首诗中，除周濆《逢邻女》所咏对象身份不明外，其余12首的主人皆为女伎。这条讯息说明，在男性诗人眼中，女伎着袒装并不违背礼教。

4.女伎着袒装的地点：女伎有于户外着袒装者，“笑倚江头招远客”。

但唐代妇女袒装的款式、流行的时间、着装者的身份及地点，是否全如唐诗所反映？从唐代墓室壁画和其他考古、绘画材料看，并非完全如此。

（二） 唐代墓室壁画和其他图像材料中的妇女袒装

在唐代较大的墓葬中，一般都绘有壁画，这些墓主人都拥有较高的政治或社会地位。截至2009年，已发掘的唐代壁画墓有130余座，李星明《唐代墓室壁画研究》一书统计了128座唐代壁画墓（李星明《唐代墓室壁画研究》，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在这130余座唐代壁画墓中，有可辨识的女装壁画者不到三分之一（约50座），其中绝大多数集中于关中地区，另在山西、南方、宁夏、河南和新疆吐鲁番等地，也有少量唐墓有可以辨识的女装壁画。

关于唐代墓室壁画的图像资料，除发掘报告外，还可以参看如下诸书：金维诺总主编《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2·隋唐五代绘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张鸿修《中国唐墓壁画集》（岭南美术出版社，1995年），李国珍《大唐壁画》（陕西旅游出版社，1996年），韩伟、张建林《陕西新出土唐墓壁画》（重庆出版社，1998年），周天游《章怀太子墓壁画》、《懿德太子墓壁画》、《新城、房陵、永泰公主墓壁画》（文物出版社，2002年），昭陵博物馆《昭陵唐墓壁画》（文物出版社，2006年），李星明《唐代墓室壁画研究》，尹申平主编《壁上丹青——陕西出土壁画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王爱文、徐婵菲主编《洛阳古代墓葬壁画》（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金维诺总主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墓室壁画全集2·隋唐五代》（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年），徐光翼主编《中国出土壁画全集》（科学出版社，2011年）。以下未注出处的壁画材料，均出自这些著作。

在可辨识的50座唐代女装壁画墓中，高祖、太宗时期（618—649）4座，高宗至玄宗时期（650—763）43座，德宗至懿宗时期（780—860）3座。

在高祖、太宗时期的墓室壁画中，女装基本沿袭隋朝旧式，衣小袖长裙，长裙系至胸乳之上，杨温墓、长乐公主墓、李思摩墓的侍女都穿着这种款式的服装，领口浅露，这种款式的女装也见旧题阎立本绘《步辇图》中。袒胸装在这一时期也有出现，如李思摩墓一疑似胡女者，即身着圆领低胸窄袖襦，湖南岳阳桃花山唐墓也出土有袒胸窄袖衫女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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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七女侍图（杨温墓出土）

袒胸女装的大量出现，始自高宗永徽二年（651）的段蕳璧墓。段蕳璧是唐太宗的外甥女，此墓壁画中的女装衣领多呈方型，袒露胸部较多、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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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仕女图（段蕳璧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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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仕女图（段蕳璧墓出土）

 

在其后至玄宗时期的其他女装壁画墓中，也多有袒胸装出现，并且李凤墓中的执团扇侍女、懿德太子墓中的宫女、韦泂墓中的仕女、陕棉十厂墓中的仕女，上装更深露乳沟。在这一时期的新疆吐鲁番和山西地区，也可看到袒露乳沟的女装，如吐鲁番阿斯塔那张礼臣墓中的屏风绢画舞女、太原焦化厂墓中的仕女、金胜村4号墓中的侍女、337号墓中的仕女、山西薛儆墓石椁线刻仕女等，都着袒露乳沟装，且金胜村337号墓仕女所着对襟短襦，更是低开到双乳之下，暴露程度惊人。另外，在西安王家坟村唐墓（开元九年，721）中，也有一U型袒胸女俑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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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舞女（吐鲁番张礼臣[655—702]墓屏风绢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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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侍女图（太原南郊金胜村4号唐墓出土）

在高宗至玄宗时期的女装壁画墓中，虽然袒胸装较常见，但暴露较少的女装也同时存在，如一些妇女所着的男装，就遮蔽较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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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女扮男装（段蕳璧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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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女扮男装（李爽墓出土）

玄宗开元以后，女装袒露程度总体较高宗至睿宗时期有所下降。目前所见最早的开元女装壁画墓为契苾夫人墓，其墓室东壁侍女的V字领上装就开领较小，其后的韦慎名墓鞍马仕女、薛莫墓交襟素衫女、臧怀亮墓侍女、李宪墓仕女的上衫领口也都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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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侍女图（契苾夫人墓出土）

唐德宗以后的壁画女装款式依然多样，既有开领较小的上衫，也有袒胸装，且后者还更为常见，但已不见暴露乳沟的女装。关于袒胸装，如唐安公主墓的两侍女，一着U型袒胸装，另一着V型袒胸装；唐末杨玄略墓中的一位侍女，内穿条纹一字领内衣，外着深敞对襟阔袖及地长裙，胸部大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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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侍女图（杨玄略墓出土）

在唐代，壁画墓的主人一般为中上层以上的贵族或官员，这说明袒胸装也是这些身份较高的家庭中的妇女穿着的流行装。唐代壁画墓中的妇女袒装有多种款式，如U型领、V型领、W型领等袒胸装，但未见透装。在传周昉绘的《簪花仕女图》中，有几位仕女身披轻纱，深露雪胸，酥肩若隐若现，但因此画的作者及年代争论较大，故不将其纳入讨论之中。从唐代墓室壁画看，唐代妇女袒胸装从高宗年间一直流行到唐末。

除袒胸装和透装外，通过石刻和壁画图像资料，推测唐代还应有第三类妇女袒装——袒露躯干装，此类袒装多为舞女所穿着。陕西省博物馆收藏有一盛唐初期的乐舞石座，此石座下面雕有两个婆娑起舞的女舞伎，上身袒露，下身着贴身羊肠裙，赤脚；1985年宁夏盐池发掘了一座唐墓，墓中左扇石门上刻有一裸腹男性舞者，学界推测他的舞姿为胡旋舞，而同类舞姿也见于敦煌唐代经变画中，舞者不乏妇女形象，如敦煌莫高窟220窟北壁壁画中的一位舞伎胸部高耸，明显具有女性特征。并且在唐代文献中，胡旋舞者也多为女子，即“胡旋女”。开元、天宝年间，中亚昭武九姓诸国将胡旋舞女和其他中亚珍宝一起作为贡品献给唐王朝，唐后期的白居易、元稹也都有诗《胡旋女》。以此推测，唐代胡旋舞女所着服装，应与敦煌经变画中的舞者服装相近，即裸臂、裸腹。从对胡旋舞的记载看，至迟到玄宗开元、天宝时，胡旋舞已广泛流行于中原地区，胡旋舞女所穿着的裸露躯干装也应同时存在，但在唐代女装壁画墓中，并不见这类袒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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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胡旋舞图（宁夏盐池6号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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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莫高窟220窟唐代壁画

在唐代壁画墓中，有8座中有可辨识的舞女图，图中的舞伎都穿着上衫下裙、一些人还施帔的一般女装，而没有穿袒露躯干装者。这些有伎乐图的墓主人身份都较高，其中3人是亲王、妃子，其余也多为大臣高官或其至亲。

唐代墓室壁画中不见袒露躯干装和透装，首先与唐时统治人群对绘画的认识有关。唐人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曰：“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唐代墓室壁画不能展现与六籍精神（“短毋见肤，长毋被土”、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相左的内容。

其次，汉唐时，墓室外的墓道部分由于绘有壁画等，至少在封闭前或在祭祀中具有短暂的展示作用。具有展示作用的墓室壁画，自应具有相应的严肃性，所示内容不能越出唐时礼教的要求。

再次，承担李唐皇室、王公、高官墓室壁画绘制的，是将作监右校署统领的工匠：“右校令掌供版筑、涂泥、丹雘之事，丞为之贰。”官府监制下的墓室壁画女装，自应符合统治者对服装的要求。虽然开元时宫人已可戴胡帽“靓妆露面”出行，天宝时更可“露髻驰骋”，但就在玄宗初年（713），泼胡乞寒戏因“裸露形体”而被禁断。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唐代统治者对服装袒露的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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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舞蹈女伎（唐太宗韦贵妃墓出土）

第四，在开元、天宝年间的土贡中，河北、江南、剑南等道都贡有纱、罗之类的丝织品。所谓纱，原意是疏稀可以漏沙之意，它与罗都是纬线相互平行排列，而经线分为两组（绞经和地经）相互扭绞地与纬线交织的织物。谢偃诗中提到的“细细轻裙全漏影”，应该就是由纱、罗制成。唐后期，更有多种丝织精品出现，其中一种名为“轻容”。宋周密《齐东野语》称：“纱之至轻者，有所谓轻容，出唐《类苑》云：‘轻容，无花薄纱也。’”清陈元龙编《格致镜原》认为，陆游《老学庵笔记》所记亳州轻纱就是轻容，“亳州出轻纱，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按《新唐书·地理志》，唐后期江南道的越州和剑南道的绵州都贡有轻容。如此，唐后期的宫中出现以轻容制成的女装（如《簪花仕女图》中仕女所着），是完全有可能的。虽然唐代的纱、罗工艺和生产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且纱、罗也多有进贡，但在唐代壁画墓中，并不见纱、罗制成的妇女透装，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再次印证了唐代统治者对妇女袒装的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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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簪花仕女图（局部）

综括唐诗、唐代墓室壁画、绘画和其他文献、考古材料，对唐代妇女袒装应做如下理解：

1.定义：学界一般认为唐代妇女袒装为露胸装，实际上，唐代妇女袒装可分为三类：一为袒胸装，二为透装，三为袒露躯干装。

2.穿着人群：唐时，着袒装的妇女上至皇宫百官之家，下至歌姬女伎。

3.穿着地点：唐代中期，或有宫人和皇室、外戚于户外着袒装；唐后期时，女伎已有于户外着袒装招客者。虽然如此，唐代的主流观念，并不认同妇女着袒装外出。

 

二、唐代的妇女袒装与妇女出行

 

关于唐代壁画墓，李星明指出：“从绘有壁画的墓来看，这种墓葬结构可以被认为是对皇家宫苑和贵族府邸宅院的一种模拟。”实际上，唐代的其他墓葬也都是按事死如生的形制设计、建造的，这样，唐代墓室壁画中的妇女和其他墓葬中的冥物女俑，就应是深宫大宅里的中上层妇女。既然处于门户之内，她们身上的袒胸装就是居家服装，而不是出行装。那么，唐代中上层妇女出行时，身着袒装的情况又如何呢？

 

（一）唐代妇女出行时服装遮蔽的变化

在唐代的中上层社会，人们普遍遵循着儒家男女有别的性别原则，男外女内的身体空间格局、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是唐代中上层士人的理想空间和身体理念。唐人并不禁妇女出行，但对其出行时的服装和身体，则是有要求的。《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记：

“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幂离。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寻下敕禁断，初虽暂息，旋又仍旧。咸亨二年又下敕曰：‘百官家口，咸预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著帷帽，遂弃幂离，曾不乘车，别坐檐子。递相仿效，浸成风俗，过为轻率，深失礼容。前者已令渐改，如闻犹未止息，又命妇朝谒，或将驰驾车，既入禁门，有亏肃敬。此并乖于仪式，理须禁断，自今已后，勿使更然。’则天之后，帷帽大行，幂离渐息。中宗即位，宫禁宽驰，公私妇人，无复幂离之制。

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天宝中]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

高祖、太宗时，宫女出行装的遮蔽程度很高，她们骑马出行时要戴幂离。所谓幂离，也称罗幂，为遮盖头颈的织物，类似于今天阿拉伯妇女穿戴的罩袍，但较之要短（见下图）。因幂离遮盖了胸颈，所以穿戴幂离的妇女，无论其下是否穿着袒胸装，都不会被外人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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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树下人物图（吐鲁番出土唐代绢画）

高宗以后，百官之家的女子出行时，开始戴帷帽。帷帽，也称围帽、席帽，它是在阔边的斗笠四周、或前后、或两侧加上网子，网子下垂，有一定的遮蔽作用。至迟在唐初，帷帽已为中原妇女所使用。至高宗永徽（650—655）以后，帷帽不仅为妇女所常戴，而且垂网也变短，以至“渐为浅露”。虽经禁断，至武则天时，帷帽还是大行于世。吐鲁番阿斯塔那第187号墓出土有戴帷帽骑马女俑，其所戴帷帽短至肩颈以上，且正面无垂网。

玄宗时，从驾出行的宫女又开始戴胡帽，其他妇女也竞相仿效，戴胡帽成为一时风气。开元十九年（731），鉴于“靓妆露面，无复障蔽”的胡帽的流行，玄宗下诏规定：“妇人……帽子皆大露面，不得有掩蔽。”从考古材料看，胡帽在这时确实很时髦，吐鲁番张礼臣墓就有戴胡帽的乐伎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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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舞乐屏风（吐鲁番张礼臣墓出土）

在唐代，胡帽的式样有多种，孙机在《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化妆》一文中，绘有多款胡帽和蕃帽。从这些图像资料看，胡帽一般仅能遮蔽戴帽者的头部，至多也就遮蔽双耳。因此，戴胡帽者不仅仅是靓妆露面，胸颈也必然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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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胡帽

至天宝时，宫人索性连胡帽也不戴了，开始露髻驰骋，唐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所描绘的贵妇就是如此。在此画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妇女的袒胸装。

（二） 唐代妇女的出行工具


虽然宫人和百官家口自唐玄宗开元时，便已开始戴胡帽，甚或“露髻驰骋”，但毕竟她们只是总人口中的极少数；而且从史料看，以全无障蔽的乘具出行，也并非是大多数妇女的出行常态。那么唐代妇女常用出行乘具的遮蔽情况又如何呢？



唐代妇女的日常陆路出行工具主要有三类：一是牲畜拉驾的车；二是人力扛抬的辇、舆、檐、兜笼；三是畜力如马、驴。下面就主要谈一下《旧唐书·舆服志》提到的车、檐子和马。


1.车

在唐代妇女乘坐的牲畜拉驾的车中，以牛拉的犊车最为常见。唐代妇女所乘之车，除了拉驾牲畜的区别，还有形制和材料的不同。形制上有辎车、辎軿车、轺车，材料上还有以毡为车厢的毡车。辎车的车箱很严，两侧开窗，后方开门或挂帘，车盖多呈椭圆形，顶部隆起（见下图）。軿车的车形与辎车相似，只是在车箱后部没有后辕。因车型相似，此类辎车和軿车经常连用，称做辎軿车。在阿斯塔那唐墓中，曾有木牛车的实物出土，在前车左侧窗上，还遗留有当时粘贴的薄纱，这说明车的门、窗上都有纱、帘等遮蔽物。唐高宗咸亨二年（671）敕令，希望恢复的妇女乘具，就应是此类辎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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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牛车出行图（唐李震墓出土）

 

实际上，因辎軿车车箱严密，能很好地严男女之防，从唐前期至后期，都是妇女的常用乘具，上至宫人，下至上层庶民妇女，凡以车为交通工具者，其车多属此类形制。

宫人有乘辎軿车者。《太平广记·无双传》记有宫人无双乘坐辎軿毡车的情况。德宗朝租庸使、尚书刘震因受朱泚伪职被杀，其女无双被没掖庭，后遭遣守陵，“有中使押领内家三十人往园陵，以备洒扫，宿长乐驿，毡车子十乘下迄”，堂兄王仙客与无双相约隔车于渭桥相见，“至第三车子，果开帘子，窥见，真无双也”。无双所乘车为辎軿毡车应无疑。

高官妻也以辎軿车为乘具。《旧唐书》载，裴延龄陷害宰相陆贽、京兆尹李充，令李充心腹张忠诬称：“充妻常于犊车中将金宝缯帛遗陆贽妻。”行贿应于密处进行，李充妻的常用车也应为辎軿车。

武将家眷也乘辎軿犊车。安史之乱中，名族李叔霁妻被叛将掳去，后李叔霁母婢洛女于樵采时，“遥见犊走甚急，有紫衣人骑马在后，车中妇人（叔霁妻）频呼‘洛女’”。车中的李叔霁妻可以看见外面的洛女，但洛女看不到车内的李妻，此车明显属辎车。

富裕的庶人家庭妇女和身份较高的妓女，也以辎车为乘具。元和时，凤翔节度李听从子琯，曾“遇一车子，通以银装，颇极鲜丽，驾以白牛，从二女奴”，二女奴告诉他，“车中幸有姝丽，诚可留意也”，“琯既随之，闻其异香盈路”。李琯随车一路，但闻异香而不见佳人，此女所乘之车也应属辎軿车。《太平广记·柳氏传》也记有柳氏妓的日常乘具。柳氏妓曾与名士韩翊相好，安史之乱时被迫分别，三年后，柳氏已被蕃将沙叱利所掠，韩翊“偶于龙首冈，见苍头以驳牛驾辎軿，从两女奴，翊偶随之，自车中问曰：‘得非韩员外乎？某乃柳氏也。’”从材料的描述看，柳氏所乘辎軿车的车箱确实很严密，所以跟随它的韩翊根本无法看到车内的柳氏。

2.檐子

檐子实即肩舆，它的形制在唐前期和后期有所变化。从上引《旧唐书·舆服志》的记载看，高宗时的檐子应为敞露型，坐于其中的妇女如不着幂离，自然就是“全无障蔽”。至唐后期，檐子的形制发生了变化，加装了门或帘，变为了封闭型。宣宗朝宰相魏謩路遇诉冤百姓，“公闻之，倒持麈尾，敲檐子门，令止”。魏謩所乘檐子已有门。再有，李德裕镇浙西时，甘露寺僧诉前主僧，为验真伪，“立召兜子数乘，命关连僧入对事。咸遣坐檐子，下帘，指挥门下，不令相对”。材料中记僧人所乘前称兜子，后称檐子，这种交通工具或可理解为似兜子的檐子，或似檐子的兜子，不管怎样，它是有帘区隔内外的乘具。正因为檐子的形制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故以“勋臣之家，特数西平礼法”著称的李晟，在怒斥其女不守礼法后，也“遽遣走檐子归”。还有，代宗广德二年（764），肃宗女和政公主于吐蕃再次入寇时，“因乘檐子，直至寝殿，乃悉索阙遗，备陈利病以奏之”。身为外命妇正一品的长公主，乘檐子直接进入了大内皇帝寝宫。

有鉴于此，大和六年（832）时，文宗曾试图将妇女中业已流行的檐子规范化。奉敕行事的王涯说：“妇人本来乘车，近来率用檐子，事已成俗，教在因人。”这实际是对唐初以来妇女以檐子代车的承认，但这种承认是建立在檐子形制发生变化基础上的，此时的檐子已可严内外之别，所以妇女乘檐子不再被认为是“轻率”“深失礼容”；并且唐文宗大和六年改制，还明确规定庶人、胥吏、商贾妻不得乘檐子，此时的檐子已被视为较高级的出行工具。

3. 马

唐前期时，骑马的妇女多是宫女或少数贵族妇女，如周静乐县主“与则天并马行”。命妇如杨贵妃姊虢国夫人也常乘马，“虢国每入禁中，常乘骢马，使小黄门御。紫骢之俊健，黄门之端秀，皆冠绝一时”。唐时，皇室是引领潮流者，她们的骑马出行，影响了唐人的时尚认识，骑马女俑由此成为了唐俑中的一大特色，就连唐代低级品官的墓中，也随葬有骑马女俑。但时尚观念与实态之间并非完全契合，从文献材料看，除宫女或个别命妇外，唐代其他皇室或官员家庭的妇女骑马多属特殊情况。如：“安禄山陷京师，宁国公主方嫠居，（和政公）主弃三子，夺（驸马）潭马以载宁国。”“京兆韦氏，名家女也，适武昌孟氏。唐大历末，孟与妻弟韦生同选，韦生授扬子县尉，孟授阆州录事参军，分路之官，韦氏从夫入蜀，路不通车舆，韦氏乘马。”再如，贞元末，前渭南县丞卢佩于家侍奉病母，某日“忽见一白衣妇人，姿容绝丽，乘一骏马，从一女僮”，此妇精通医技，卢佩请其为母疗疾，颇见成效，“积年诸苦，释然顿平，既具六礼，纳为妻。妇人朝夕供养，妻道严谨，然每十日，即请一归本家，佩欲以车舆送迎，即终固辞拒，唯乘旧马，从女僮，倏忽往来，略无踪迹”。卢佩虽已辞官在家，但仍认为如他这等身份，妻子是不应抛头露面地骑行于大庭广众面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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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太真上马图


（三） 唐代妇女出行时的障蔽方法

虽然《旧唐书·舆服志》的记载表明，在唐玄宗天宝（742—755）之前，中上层，特别是上层妇女在出行时，身体由“渐为浅露”到“露髻驰骋”，但实际上，这只是少数妇女所为，在唐人的普遍观念中，中上层妇女在与男子交往或出行时，全无障蔽并不符合礼教要求。《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玄宗天宝十二载（753）冬十月条就记：“杨国忠与虢国夫人居第相邻，昼夜往来，无复期度，或并辔走马入朝，不施障幕，道路为之掩目。”所谓“障幕”，胡三省注曰：“妇人出必有障幕以自蔽。”那么，唐代妇女在出行时，其障蔽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在唐代，不同阶层的妇女，使用障蔽的方法也有所不同。皇家妇女出行时，所到之处，需以幕或帷相围以障蔽，皇后出行还要静路。武则天随高宗封禅时，为了与外官区隔，宫官先设帷：“高宗乾封初，封禅岱宗，行初献之礼毕，执事者趋下，而宫官执帷。天后率六宫升坛行礼，帷席皆以锦绣为之。”关于皇后出行静路，《太平广记》载有韦安道故事：“唐大定年中，于洛阳早出，至慈惠里西门，晨鼓初发，见中衢有兵仗，如帝者之卫……时天后在洛，安道初谓天后之游幸……又怪衢中金吾街吏，不为静路。”而公主出行时，不但乘以严密的犊车或檐子，还需以幕围蔽所到近处。“近代有士人应举之京，途次关西，宿于逆旅舍小房中。俄有贵人奴仆数人，云：‘公主来宿。’以幕围店及他店四五所。……须臾，公主车声大至。”公主外出宿旅时，不但要将所住旅店以幕封围，相邻的旅店也被障围起来。再有，“太和公主出降回鹘，上御通化门送之，百僚立班于章敬寺门外。公主驻车幕次，百僚再拜，中使将命出幕，答拜而退。”此处所记之幕，明显是为区隔公主与百僚。

唐代士女出游时，虽不能像皇室妇女那样设有专门的障幕，但她们也会设帐或造帷，以障蔽自己。“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长安士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则设席藉草，以红裙递相插挂，以为宴幄。”而普通民妇出行时，则只能以巾障面。武则天的男宠张昌期，“于万年县街内行，逢一女人，婿抱儿相逐。昌期马鞭拨其头巾，女妇骂之”。戴淑伦的《女耕田行》中，也有以巾遮面的农家女子：“乳燕入巢笋成竹，谁家二女种新谷。无人无牛不及犁，持刀斫地翻作泥。自言家贫母年老，长兄从军未娶嫂。去年灾疫牛囤空，截绢买刀都市中。头巾掩面畏人识，以刀代牛谁与同。姊妹相携心正苦，不见路人唯见土。”

唐代的伎优出行相对自由，且很多人外出时并无障蔽。天宝九载（750）某日，信安王祎外孙韦崟从父妹婿郑六，“入升平之北门，偶值三妇人行于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姝丽，郑子见之惊悦”，后得知此妇为“名系教坊”的任氏。上引欧阳炯《南乡子》一词，也描绘了一位抛头露面于江头揽客的女伎。

关于唐代妇女的袒装，一个关键问题是它的形制和流行情况，另一个关键问题则是如何穿着和于何处穿着，这又涉及唐代妇女的等级问题。从如上分析我们看到，唐代中上层妇女的袒装，首先是居家服装，在家中，它才可以被完全展示；而在她们外出时，虽然也可穿着袒装，但在一般情况下，则是在重重障蔽之下穿着的，一些人以幂离或帷帽为遮蔽，更多的人则是直接进入车箱严密的辎軿车，在走出车箱时，还会有静路、幕帷、宴幄等障蔽方法，即使是下层妇女，也会以头巾遮蔽面颈。所以说，以袒装来说明唐代社会的开放、唐代妇女的解放，仅可说是相对而言，其开放和解放的程度毕竟是有限的。

 

三、唐代妇女袒装流行和变化的原因

 

虽然唐代妇女袒装的开放和解放意义并不彻底，但它的出现，毕竟昭示了与儒家理论的相悖，所以，我们就有必要继续探讨它的成因及变化。

关于唐代妇女袒装流行的原因，学界已多有总结，但因缺乏深层次的研究，所以对原因的分析或过于牵强，或过于笼统。唐代妇女袒装的流行和演变，是与各时期的历史变化紧密相联的。在高祖至太宗时期，虽然袒胸装并不流行，但也并非不存在。唐初的妇女袒胸装实承自北朝，北魏司马金龙墓、北齐范粹墓、北周拓跋虎墓、叱罗协墓等，都出土有V型袒胸女俑。北朝妇女袒装的流行，应与鲜卑的袒裸风俗有关。《北史·魏孝文帝纪》载，太和十六年（492）正月，孝文帝“诏罢袒裸”。这表明袒裸是拓跋鲜卑长期流传的一种习俗，而此俗相沿既久，一些鲜卑贵族时或故态复萌，北魏末年的孝武帝就“或时袒露，与近臣戏狎”。

在高宗至睿宗时期，袒胸女装占据女装的主导地位，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1.与胡人和胡文化的大量涌入有关。在唐代墓室壁画中，深袒女装的大量出现始自高宗时的段蕳璧墓。而在此之前，唐败东突厥、征服高昌并向西扩张，阿拉伯势力向东进军，都使胡人大量涌入唐境。此时的长安已成为粟特人在华最重要的聚集地之一，粟特胡人的进入，也带来了他们特有的风俗和文化，袒裸便是粟特文化的特征之一。康国带来了“裸露形体”的“泼胡乞寒”风俗；宁夏固原史道德墓出土的石幢上，有四个赤身裸体的童子形象；宁夏盐池昭武九姓之一的唐代何氏墓石门上，也有裸腹男伎形象。唐朝境内大量聚集的粟特人及其袒裸文化，势必对唐人的审美观念产生影响。

2.与唐高宗和武则天笃信佛教有关。高宗和武则天都为佛教信徒，他们还将佛理运用到了统治中。咸亨三年（672），高宗命于龙门建造巨型卢舍那佛立像；次年，释惠简在龙门惠简洞为高宗造呈“倚坐相”的弥勒佛王像，以为高宗称“天皇”造势。武则天更以佛经疏文《大云经疏》为其登基的理论，并且她还下令广建大云寺。在武则天时遍布全国的大云寺中，是否绘有壁画不得而知，但在唐代的许多寺庙中，则都装饰有壁画。据《历代名画记》、《唐代名画录》、《寺塔记》等记载，在唐代的206位画家中，有110多人参加过壁画的创作活动，所绘的地点包括殿廷、邸宅、寺观等。另据对《历代名画记》的统计，唐朝都城长安有多所佛寺绘有壁画。从《历代名画记》对长安城寺庙壁画内容的记载看，佛教题材在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唐代的佛教人物壁画吸收了印度“笈多式艺术”元素，在印度阿旃陀壁画中，侍女或宫女都是只穿腰衣、颈和腰扭动的半裸形象。中国的佛教艺术形象也是上体裸露，乳房隆突，肩阔腰细，姿态呈S型屈曲。如新疆克孜尔第98窟、100窟中的天宫伎乐，敦煌莫高窟中的经变舞伎，都是这种形象。而自显庆三年（658）年长安执失奉节墓起，唐代墓室壁画中也出现了呈“S”姿态的妇女人物形象，在长安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及山西金胜村唐墓壁画中，都可看到这种新形象的范例，这明显表明了佛教艺术对唐代绘画和审美意识的影响。作为人类重要审美领域之一的服装，在这种大潮下，受到佛教艺术的影响在所难免。

3.与武则天从皇后到皇帝的政治身份转换有关。武则天作皇后时，主要突出的是其具有妇德的女性角色。为此，她多次亲蚕；提出禁止不端庄的妇女俳优之戏；以泰山封禅来展现她祭祀先太后的内职；她还以自己的名义，撰写了若干女训之作——《女训》1篇、《古今内范》100卷、《内范要略》10卷、《孝女传》20卷、《列女传》100卷、《保傅乳母传》1卷。身为皇后，武则天较多展现的是她秉承传统妇德的女性特质，以及关注天下妇女仪态的母后形象，她期待的理想妇女应是内主妇职（女织、主中馈、孝敬婆母、关心子女）、外具端肃之仪（拥蔽身体、持重）。上引《旧唐书·舆服志》中，咸亨二年（671）所下敕令，以纠正百官家口着帷帽、弃幂离的“过为轻率，深失礼容”的举动，正是武则天这种认识的延续。

从母仪天下的皇后到君临天下的皇帝，武则天的政治视角发生了重大转变，男性政治领域的事务成了她的施政点，妇女事务则退出了她的职责范围，因此，在她作皇帝的时期，没有出台任何有关妇女的政令。也正因为针对妇女政策（包括着装）的真空，因而造成了武则天称帝期间，妇女出行服装禁忌的解除，而使“帷帽大行，幂离渐息”。

武则天之后的韦后、太平公主、安乐公主等，虽然身为皇后或公主，但更热衷于男性领域的政治事务。如韦后参与合祭天地的南郊祀礼，并为亚献；太平公主直召宰相欲废太子李隆基，“时宰相七人，五出主门下”；安乐公主径请为皇太女，称“阿武子尚为天子，天子女有不可乎？”。在思想和行动上，韦后、太平公主、安乐公主等并未希望确立恪守内职的妇女形象。因此可以说，韦后等人是一群超越了传统思想和礼教的妇女，在她们影响朝政时，没有出台任何有关妇女服装的限制性规定，也是必然结果。

至于代宗后女装袒胸风仍然存在，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

1.“安史之乱”后，出现了胡化因子消退、外来文化遭责难的社会氛围。肃宗谓“乃者羯胡乱常，京阙失守”；杜甫诗称“羯胡事主终无赖”；元稹《胡旋女》曰：“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旋得明王不觉迷，妖胡奄到长生殿。”白居易《胡旋女》也言：“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因此，《胡旋舞》遭到否定，甚至佛教也受到指斥。在胡风渐退的时期，袒胸女装依然存在，说明袒胸女装并未被视作胡文化影响的产物。

2.代宗以后，对妇女妇德的要求提高。唐皇开始关注后妃、公主的礼法。唐前期，后妃公主并不甚重贞节，韦后与武三思私通，太宗女合浦公主也与浮屠淫乱。而代宗以后，后妃不贞的现象明显减少，这一时期，只有懿宗郭淑妃有不贞的传闻：“女为同昌公主，下嫁韦保衡。保衡处内宅，妃以主故，出入娱饮不禁，是时哗言与保衡乱，莫得其端。”此时的公主虽也有不贞行为，但都被皇帝大加惩处。唐宣宗大中五年（851）更规定：“自今以后，先降嫁公主县主，如有儿女者，并不得再请从人；如无儿（女）者，即任陈奏，宜委宗正等准此处分。如有儿女妄称无有，辄请再从人者，仍委所司察获奏闻，别议处分。并宣付命妇院，永为常式。”而且在唐后期的女教书《女论语》中，“出必藏形”的论调也重新出现。在这样一种女教要求加强的大潮下，袒胸女装依然流行于世，由此也可知，此时的唐人并不视袒胸女装有违礼教。虽然如此，袒胸装也并不在特别提倡之列，从前引咏颂“雪胸”的诗句看，诗人描写的对象都是女伎，这也说明，在当时的士大夫看来，这种服装更适合于出卖身色的女伎。

 

四、 内外有别与等级差异下的唐代妇女袒装

 


唐代的妇女袒装，历来被视为是唐代社会开放、妇女所受礼教束缚少的表现。但通过对唐代妇女袒装的仔细分析，我们看到，唐代其实并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例，其时的大多数妇女依然受着很多礼教的束缚，其中就包括内外有别、男女有别的观念。关于唐代的妇女袒装，我们应关注如下几点：


1.唐代妇女袒装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它的内涵和外延并非一成不变，在不同时期，它的式样、穿着情况、穿着人群等都有着不同，这是与各个时期的政治特点息息相关的。

2.关于唐代妇女袒装所昭示的意义，前人多从妇女解放或开放的角度来考虑，但如果我们分阶层、分阶段来看，其实并非如此。在唐代，对于不同阶层的妇女而言，穿着袒装的涵义并不相同。唐诗中咏诵的袒装穿着者基本都是女伎，她们着袒装绝不意味着解放，而只是吸引男性的方式，这些女伎只是男性眼中的玩物。而在某种意义上，中上层妇女着袒装，确实表明了时代和妇女的某种开放，但对此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在各个时期，袒装的流行程度和穿着情况并不一样，袒装只有于门户之外穿着时，其解放和开放的意义才会凸显，而在唐代相当的时段内，宫人或上层妇女不要说着袒装了，就是着一般开领的襦衫出行，也为统治者所禁止。

3.本书一直在强调儒家的男女有别理论，这一理论实际也渗透于唐人的思想和行动中。我们在前面谈到，儒家的男女有别理论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男女的社会分工，即男主外、女主内；二是男女的身体所在，即男居外，女居内，这第二点就是对男、女特别是女人身体的规范。居内的女人身体是不能为外人所见的，它是属于她所“从”的男人的——或父或夫。对于以儒家性别理论为指导的唐人来说，男女有别理论同样适用于穿着袒装的妇女，中上层妇女除了以幂离、帷帽遮蔽身体外，还会以辎軿车或其他障幕区隔她们与其他男人，下层妇女也会以头巾遮面。所以我们说唐代并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例，就是指它并未能脱离于儒家社会性别理论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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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编者按：
 “中国妇女历史与传统文化”属历史学范畴。本课授课教师李志生老师已出版课程配套教材《中国古代妇女史研究》入门一书，
 本电子书中内容是原书中十五讲之一讲。为方便读者诸君对原书及北京大学“中国妇女历史与传统文化”一课有更加深入的了解，现将原书后记附于此处。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涉入中国古代妇女史的教学，此后，多次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和其他院系的学生讲授“中国妇女历史与传统文化”“中国古代妇女史专题”“女性发展史”等课程，这本书就是我近二十年讲授内容的结集。

在历史学中，中国古代妇女史绝对属于一个新兴的门类，虽然它的基本研究方法，仍然或必须本于传统的史学方法——强调史料、重视考据等，但它对材料的思考方式——着重强调社会性别和差异的视角——则是明显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有鉴于此，在撰写之初，曾欲在本书的书名之前，冠以“性别与差异”的副标题，但因与出版要求不符而作罢。但本书的内容，大都是围绕着社会性别和差异理论而展开的。另外，正如在第二讲中所谈到的，中国古代妇女史的研究方法之一，是对边缘史料的重视，而图像资料又是边缘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点，本书收入了多幅图像资料，这一方面是为佐助文字叙述，另一方面，这些图像资料也是本书或读者所面对的文本分析对象。

1990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郑必俊、齐文颖、王春梅等老师，首次为历史系学生开设了“中国妇女历史与传统文化”一课，这也使北京大学成了我国最早开设中国古代妇女史课程的高等院校之一。此后，在这门课程的授课教师名单中，又增加了邓小南、臧健、王美秀等老师的名字。我便是在这些老师开拓、耕耘的基础上，接过了这门课。这门课的课名至今未改，于我而言，这是一份纪念，也是一份责任。所以，在此我首先要对如上几位老师表示敬意。

我还要特别感谢邓小南。小南于我而言亦师亦友，无论是我的科研还是授课，都有小南的指引和陪伴，这本书更是在她的多次督促下，才得以完成的。

还要感谢刘浦江、张帆、魏国英等老师，是他们的鼓励和关心，才使本书列入了北京大学教材立项项目。

感谢魏超和安小军两位先生对本书的关注和关心。感谢我的研究生刘亚坪同学帮助我校对原文。感谢责任编辑张晗先生的耐心、细致工作。感谢所有上过中国妇女史课的同学。

 

李志生

2013年10月记于京北紫绵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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